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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法治思想,结合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经验,构建“侵权人—
被害人”互动模型对接个案正义,选定危险接近作为分析样本。 危险接近以现代人文主义作为思想基础,法律

效果需结合主客观要件分别判断。 分析美国对危险接近的区别认定,以违法、合法的先后交叉次序类型化法律

认定,结合现代化需求和人文关怀提出环境司法专门化作为环境治理现代化抓手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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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Coming into Nuis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IU Jiye1, ZHAO Ruoting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2. Schoo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aw,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odernis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specialising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 tortfeasor-victim” interac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dovetail with individual cases justice, and Come into Nuisance is selected as a sample for analysis. Come
into Nuisance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modern humanism, and the legal effect needs to be judged wi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lements. It analyses the differentiated determination of Come into Nuis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ypifies the
legal determination by the cross-cutting order of illegality action and legality ac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
proposal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specialisation as a modernis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ombination with
modernisation needs and humanistic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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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好、规划好、布局好、统筹好、实践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是我国在新时代的重

要发展方向。 绿色发展、安全现代化、社会治理共

同体,并非割裂的概念。 据此,从外观上看,生态

问题之解决包含至少两个层次:一是从生态环境

自身出发的问题发现、问题整合、问题处理、问题

反思等,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二是

从其他社会经济领域出发,探究如何实现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即“实现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 实际上,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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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应当是一体两面的,并非机械割裂的,因此

在发展生态安全相关理论时,需要注重其他成熟

领域理论的借鉴和供给;发展其他相关理论时,需
要注重生态安全问题对传统观点的冲击和影响。

危险接近,又被称为“进入妨扰” (come to the
nuisance),常被用来描述受害人系自愿、主动进入

环境污染领域并面临特定危险的事件,是晚近以

来伴随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冲突日渐激烈,诞
生的引起重大理论变动和修正的法律现象[1]。 也

是国内外目前正在发展的环境法律体系已经面对

的特殊问题之一,国际层面如在 2021 年 4 月,日本

政府决定将数百吨核废料倒入海水,打出了经济、
社会和环境以及国家需求和需求矛盾的“响亮一

枪”,以倾倒至海水的方式避免日本本国遭受更大

的环境损害,面临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问题:国内

民众,尤其是近海居民的被动危险接近问题,而国

际,尤其是海洋循环沿线国家的危险接近问题。
从已经形成的法律意见看,日本此举违反了危险

接近原理中的“善意之手”(clean hand)原则,但在

国际法上是否发生变化,尤有变数。 国内层面如

我国目前各大城市发生的“毒地”现象,根据绿色

和平和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出具的

《中国城市污染地块开发利用中的问题与对策》,
在 174 块已公布的污染地块中,有 25% 已经被出

让,出让金额累计达 1 049. 6 亿元。 但在这些被出

让的污染地块中,有约 44% 没有完成土壤修复。
我国的“土地财政”大背景,决定了工期长绵、高度

不确定以及成本高昂的毒地治理难以成为当届政

府的工作重点,一旦毒地被开发为新兴工厂、大型

设施等经济增长中心,那么大量的劳动者、消费者

就会危险接近;围绕该地开发项目所建设的住宅

区等,同样也会有大量的居民等危险接近;即使是

毒地修复、开发过程中,劳动者也会由于缺少污染

的明确认知、高昂生活成本的压力以及高额工资

的吸引等,主动接近乃至进入危险,即“有吸引力

的危险”(attractive nuisance)。
这个现象引发了多个层面的理论反应,并依

我国学术惯例可称为原理:微观层面,危险接近原

理反映侵权行为要件,一方面呈现出互动关系,而
非原本加害人向被害人的单方关系;另一方面呈

现出时空扩展、因果延长,即加害人盖然的环境污

染基于后被害人接近行为而转化为具体结果,从
而激发对于法律要件认定的反思。 中观层面,危
险接近原理影响了环境法律体系的基础,对“公
益”的静态概念产生冲击,既需要对公益和私益的

动态转化过程进行法律评价乃至法律调控,又需

要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内部关

系,反思环境法律责任的特殊性,以环境司法专门

化为契机构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独立基础上的新

体系。 宏观层面,危险接近原理兼有两维度之影

响,规范维度慎思并审查少数群体对环境污染的

主动接近,体现出让每一个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事实维度则需要

平衡审判尺度,全面否认危险接近原理的阻却责

任效力将会引发部分公民基于追求利益等不当想

法,进入环境污染区域,造成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面临危险,大规模承认危险接近原理的阻却责任

效力则会造成企事业单位不堪重负,影响生产

效率。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理

论指导下,在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尤为强烈的现实

背景下,在人们日益注重环境因素和环境影响的

前提下[2],在传统理论受到冲击且亟待修正的思

想变动下,危险接近原理问题值得研究。 本文将

抛砖引玉,从理论基础、构造要件、中美比较和司法

应用 4 个层次,展开危险接近原理,以小见大地展现

生态环境保护在我国全面发展中的特殊定位。
一、现代化视野中的危险接近:原理与分析

危险接近原理的概念并未被我国环境法学界

所研究,即使是纵观整个法学界,也鲜有危险概念

和接近概念。 但是,危险接近现象恰恰是统筹兼

顾社会治理、顺应自然、生态安全现代化的重要命

题之一。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学理论的形成

过程历经“个案—规则—原理—原则—理论”的阶

段,说明原理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同时众多原理

又统摄于一个基本原则之下。 单从名称来看,危
险接近原理并非是从行为人的视角出发的,而是

从被害人的视角出发的。 这种被害人在司法认定

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趋势是晚近以来的价值法学所

传承、发扬、运用的。 被害人的过错能够成为侵权

一方的免责事由,也是责任分配中的衡量因素,正
确设定利用被害人因素的考量规则有助于司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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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公正价值的实现。 同时,危险接近原理体现了

环境法的独有魅力:高度风险行为成为独立的侵

权责任归属依据,为了与当前学界约定俗成的“风
险”术语相区别,必须要为“危险”的语词运用寻找

语义学上的合理性;公民对于某种损害或者侵害

的接受反而成为难以认定的对象,一方面有损害

结果本身的模糊性因素,另一方面也在于公民的

真实意愿无法确实地探究。 危险接近现象作为现

实发生,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命题,充分

体现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追求,因此有成

为原理的可能。 在具体展开之前,应当首先明确

危险接近原理的理论基础,其次分析危险接近原

理的构成要件。
(一)文献回顾:危险接近的理论争议与根据

危险接近原理在我国的专门研究总体较少,
域外的研究相对充分,尤其体现在环境保护、特殊

侵权等方面。 目前的研究呈现出具象化、个例化

的特征。 Merrill[3]首先从诉讼功能的角度,否定了

单独将环境诉讼作为一种新类型,游离于传统的

法律程序和实体规则之外,法律责任之认定仍然

应当在传统框架内进行修正。 Rodriguez[4] 就动物

侵权问题展开讨论,在野生动物福利保护和人类

保护之间,寻求如果被害人招惹动物、进入领地等

轻微挑衅行为的法律定性。 Joshua[5] 则是从代际

正义的角度,分析被害人之单一主体性对土地这

种长产权应用的法律定性。 伴随着全球变暖、能
源危机,气候正义正成为危险接近、风险评估、损
害共担和代际正义讨论的重点[6 - 9]。 当然,危险

接近并非环境法学者的“专利”,因为蕴含着丰富

的现代法治思想,其他部门法学者也进行了危险

接近及类似现象的研究,当然讨论仍然集中在个

案现象中:Anansi[10] 讨论了现代社会广受承认的

房屋原则,即每个人在自己的房间内享有高度的

自治权,如果在屋内进行性行为记录或者被害人

明知房屋内可能有摄像头的情况下,仍然前往,其
中的性犯罪应当如何认定;Aceves[11] 分析了人权

立法,危险接近作为一个平衡人权立法和安全秩

序保障的重要课题,被 Aceves 主张用强制性的司

法判例进行规制,其中又区分为总结性的和个案

性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讨论“貌离神合”,这
主要得益于域外,尤其是英美对于法律现象问题

的讨论,都与一般法理学和宪法学息息相关,前者

又进一步沟通哲学思想,后者则与政治学、社会学

等休戚相关,同时,法学方法论创新上,危险接近

原理之讨论受到了经济学的支持,如 Jonas 等[12]对

德国移民、劳动市场的法经济学分析。 因此,不同

法律部门对危险接近现象之讨论,最后都会在基

础层次形成危险接近原理。 当然,这并不否定针

对某个特定现象展开讨论时,因其形成的理论纵

深。 如最为成熟的环境法领域,除了一般法理学

的内容之外,Nevitt[13]对环境法中“永久化学损伤”
问题展开了分析,指出了美国晚近以来污染清除

项目失败之时,背后危险接近原理是否失效的问

题。 如果将危险接近原理上升到国家层次,那么

国家对风险评估的失效当然也就意味着危险接近

作为不法阻却的失效,此失效现象几乎只发生在

环境法领域,因为目前的环境科学远远称不上

成熟。
我国处于不平衡的第一个阶段,即刑法学就

危险接近现象的研究在深化到其他学科无法企及

深度的同时,也形成了高耸的专业墙,封闭了其他

学科进入讨论的路径;其他法律部门仍然在探索、
总结危险接近现象,远远达不到形成基本原理的

程度。 在理念层次,危险接近现象的处理除了要

精准认识到我国当下面临的由于发展观念落后,
造成了诸多人为危险的现实情况之外,还要注意

到这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

复杂结构造成的多元问题。 换言之,生态环境保

护不应当割裂看待,应当是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例如:生态环境保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法治思想共同引领和指导的工作;生态环境

保护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共同作用的对

象,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经济基础、社会支持、政
治扶助和文化氛围;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到自然系

统、社会系统、人的期待系统等不同层次系统的互

动、沟通和交流;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伴随着环

保、公平、正义、效率、价值等的衡量等。
危险接近现象就是一个结构性生态环境问题

下的产物,系我国目前仍在法制完善阶段之时面

对的环境保护中人与人关系的问题表现之一,基
于对环境保护结构性处理的思考,采取法治路径

引导规范性地处理污染治理、环境恢复、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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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与人关系,实属必然,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

个立场:一是法律家长主义,认为国家相较于个人

而言是更加理性的,在公民做出不理性的举动之

时,法律应当作为工具阻止、遏制和威慑这一不理

性的行为发生;二是人文主义,认为无论公民做什

么事情,只要是基于完全意志自由的自我决定,那
么法律就不应当予以干涉,并且以适当的方式退

出原本已经进行的法律进程。 在我国语境下,这
两种学说应当如何选择?

1. 无法归入法律家长主义阵营

在适用领域中,法律家长主义被广泛运用于

公法,宪法学中,法律家长主义可以解释平等权的

正当性[14]以及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在行政法学中,
法律家长主义在医疗卫生法、食品安全法等方面

成为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在经济法学中,法律家长

主义能够完美地配合凯恩斯主义。 我国法学界广

泛且自然而然地适用法律家长主义或者存在类似

的逻辑,这一现象遭到了私法学界的抵制,其中,
法律家长主义可以区分为“硬的”和“软的”,两者

均无法满足危险接近原理的证成。
“硬的”法律家长主义也被我国一些学者称为

干预式法律家长主义、真正的法律家长主义,其内

涵是,不问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全权由法律根

据其目的设定和价值需求决定纠纷应当如何解决

以及行为是否应当被禁止。 从整体上来看,“硬

的”法律家长主义并不能为危险接近原理的引入

环境侵权领域提供依据。 “软的”法律家长主义是

指法律一般不予禁止各类行为,除非在 A 不知道 B
行为的危险性但是在主动接近时,法律禁止 B 这

一行为。 而从“软的”法律家长主义本身出发,也
可以发现其本质上是人文主义而非真实的法律家

长主义,是故本部分对法律家长主义理论的讨论

应当只包含“硬的”法律家长主义。 法律家长主义

完全排除排除危险接近原理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的

适用,因此其不能作为环境侵权法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理念基础也旗帜鲜明地反对“硬”的家长主

义,只有凝聚社会共识,而不是灌输某些个别个体

的意志,才能实现“法治”。 只有德法相长而非生

硬压制,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

建设路径。 由此可见,“硬”的法律家长主义即便

就在一开始表现出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最

终也是与我国的发展路径相抵牾的。
2. 应当归入现代人文主义

自我决定权是当今体现法律精神的一个重要

表现,民法就是自我决定权的典型体现:其目的为

“保护权利人的意志人格”,内容是“对于生命、身
体、健康和姓名的塑造与决定”,由此产生了欺诈、
胁迫和未履行告知义务等行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上

的归于无效。 可见,在民法学领域,自我决定权影

响了需要民事行为能力参与后的民事法律关系的

是否有效,并且转换为各种理论或者实践工具,转
而成为统摄各个工具的顶层设计与思想。 在刑法

中,自我决定权也有发挥的余地,其具体的适用领

域为被害人同意、被害人自陷风险、诈骗罪中的被

害人怀疑与错误、刑事自诉权、刑事和解。 但是

具有公法气质的刑法仍然坚持了家长主义在其

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情况,如侵犯的法益、行
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等问题,从而形成了自我决

定权与家长主义的复杂结构关系。 在大多数情

况下,关于自我决定权的讨论是保护性的,也即

主要针对没有自我决定能力或者自我决定权能

的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等,国家基于社会责任进

行的各类保护性措施。 由此可见,自我决定权就

像是私人管辖的领域范畴一样,只有在实在缺少

实现个人善良或者个人价值的情况下,才允许国

家介入。
自由范围的不断扩大,法律限制边界的逐步

后退,必然伴随着原本不被认为是权利侵害的状

态,转化成权利受损之样态;原本一直被忽视的权

利侵害状态,也被源源不断地发现和挖掘。 在公

害(public nuisance)普遍由国家进行管理的当下,
只有国家在履行了相当充分的注意义务(notional
duty)之后,危险接近原理才存在有效之必要性,因
而:①取消了原本没有环境损害相关知识时,公民

危险接近状态普遍的正当性,因为这属于国家的

“失职”;②赋予了国家积极发现新型环境损害的

义务,否则公民无效的危险接近状态将会不断提

升国家的环境法律责任等级;③明确了某些情况

下,公民危险接近行为的绝对无效,按照规则设

计,在侵犯人身等重大利益时,完整履行“注意义

务”的状态就是取消被害公民的接近意志;④为公

众参与路径提供了合理性。 这说明,危险接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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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以承认国家存在的现代人文主义为基本,且
国家相较于个人而言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应当承

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个人几乎无法控制的公

害面前,国家是唯一地控制主体。
专门研究危险接近原理的文献,坚持了现代

人文主义的立场。 因此,危险接近原理应当重新

站在“填平”而非“损害”上。 Goyal[15] 分析印度的

公害法,其中公害取得利益无法成为辩护事由,事
实上限制了危险接近原理的适用。 Neyers[16] 强调

了公害法仍然应当遵守侵权法的基本原理。 两者

分别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强调了危险接近原理应

当以现代人文主义为基础。
人文主义中对于危险接近现象的解读和处

理,真正落实了我国法治路径中的以人为本路径,
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危险接近现象解读,契合了对

人民权益的根本保障,把宏观的绿色发展理念和

具体的环境个案处理统一起来;契合了让人民群

众在每个制度、决定、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导

向,反对机械、形式地贯彻“硬”的法律,强调灵活、
个别、公正地处理环境案件;契合了法治路径对权

利、自由保障的追求,强调国家机关在环境保护中

义务的积极承担。
综上所述,在环境法的法理基础领域,我们对

于法律家长主义的态度并非完全否定。 环境法律

体系确实应当增加国家之手进行协调,不应当由

完全由公民自治自己的环境权益。 对于公民毫无

善意或者具有否定价值的“恶性选择”,国家有责

任予以阻止和正确引导。 同时,人文主义的发展

路径表明,公民的环境自我决定权同样应当被尊

重,如果说某一具体的环境权益确实是公民的自

在组成部分,那么公民的自我放弃行为也应当被

法律所尊重。
(二)要件拆解:危险接近的法律认定前提

在中文语境下,危险接近属于航空航天的专

业用语[17],是指两家航空器由于距离过近产生的

高度风险性行为,由于其危险的广泛性、公共性等

特征,并不一定会对空中事故进行全方位研究,而
是对这一风险行为进行研究。 但是在环境法领域

之中,由于危险行为被事实上划分为实害结果和

风险,因此只能用“接受”和“接近”来区分被害人

对“实害结果”和“风险”的接纳行为,其具体的语

义结果表述如图 1 所示。

图 1　 被害人危险接近原理的语义分析

危险接近原理应当是依附于作为侵权责任要

件的因果关系的独立要件认定规则。 当与责任联

结在一起时,应当首先考察主观方面。 对于一般

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则,当前学界的通说是以预见

可能性作为基准的,但是鉴于环境侵权领域的特

殊性,危险接近原理的适用应当设定对被害人而

言更加严格的构成要件以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其

次还应当对客观方面予以考察,尤其是对被侵害

的环境权益的种类进行限定。
1. 主观要件

如果要适用危险接近原理,首先要考察被害

人对危险的认知情况、主观心态,也就是主观要

件。 笔者认为,若要成立危险接近,被害人在主观

方面至少应符合以下两点要求。
(1)被害人清楚的明知。 被害人必须明确知

晓环境侵害风险的类型以及结果。 由于对于风险

类型不能要求被害人产生如同科学家一般具体准

确的认知,因此主观方面应当从结果上进行限制,
只需要被害人认识到环境侵权是对自己的人身产

生侵害还是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损害,损害的严重

程度如何等。
(2)被害人自愿接受危害结果。 被害人应当

基于自己的意志自由对危害结果予以接受。 然而

也存在以下否定性情况:第一,如果是被害人无法

选择可否接受危险,那么被害人的意志自由被压

迫,无法成立危险接近;第二,如果被害人是被暴

力、胁迫等手段所限制,从而压制意志自由,那么

也无法成立危险接近;第三,如果被害人受到欺

诈,难以简单认定是否适用危险接近,还需要结合

具体的客观情状加以看待。
2. 客观要件

(1)环境侵害必须只是侵害个人可放弃的法

益。 如果侵害法益具有公共性,或者环境风险本

身具有公共性,那么无法成立公民自由意志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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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显然无法成立危险接近;如果侵害法益不

可放弃,或者在价值上无法衡量,如公民放弃自己

的生命遭受环境侵害,那么也无法成立危险接近。
(2)环境侵害必须产生实害结果,而不能作为

纯粹的风险设定。 环境侵害如果只是单纯的风险

创设,那么所涉及的民事责任只有恢复原状或者

排除风险,难以形成具体的侵害结果从而无法衡

量损害的归责和赔偿的数额,因此不具有危险接

近原理的适用空间。 综上所述,危险接近原理的

构成要件可以如图 2 所示。

图 2　 危险接近原理的认定规则

二、危险接近的现代参照:美国作为例证

事实上,在部分域外国家的实定法或者判例

法中均可解读出危险接近原理的适用理论和依

据。 美国、德国以及日本都有相应的学说和例证,
在适用上又各自有其特点。 美国作为环境法治大

国,公民的环境权益维护意识较高,在相关事件发

生之时,公民一般不会选择牺牲自己的环境权益

换取部分经济利益。 只有在公民内心的价值序列

中达到能够与环境权益交换的利益之时,才涉及

这一问题,此时环境侵权人可能会因为紧急避险

条款或者类似的法理免除部分责任。 德国则不

同,作为大陆法系中环境治理较为成功的国家,十
分重视国家层面的环境治理,尤其是环保警察的

制度设计,体现了环境秩序为先的原则。 日本则

更多的是在制度选择上,从公害法内部进行探讨,
尤其是就过失抵偿原则和危险接近原理的适用。
综上所述,不同国家对于危险接近原理呈现出相

应的接纳态度,分别体现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

对其考察可以为我国路径的构建提供支持。 但

是,我国主要关注的是环境之体系性,尤其是在现

代治理中法律激励作用的发挥[18],与大陆法系国

家的法律传统相悖,也不同于欧洲国家环境治理

的理念与思路[19]。 美国则在权利保护的前提下,
更为注重环境与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互动[20],因此

下面以美国为例证展开论述。
“英美法中的‘妨害’ (Nuisance),乃泛指对他

人土地利用或享有等权益的各种间接性、非排他

性的干扰现象,包括煤烟、灰尘、臭气、噪声、高热、
阻碍阳光、污水、电流以及对土地利用造成不便的

其他类似侵扰等,至于其性质,总体上乃属于侵权

行为之一种”。 根据一般的分类模式,往往根据侵

害的对象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区分为公共妨害

和个人妨害,但是这种分类方式并不严谨,因为一

个案件中往往会出现公共妨害与个人妨害同时出

现的情况。 这与美国对环境权益的界定存在关

系,由于在美国公共信托理论是环境权益保护的

通说,因此明确界分了委托于公权力的环境保护

与资源保护,和完全个人自治范畴的私人利益保

护。 研究美国相关理念的学者认为,“尽管以生命

健康权为代表的既有人权保障机制对环境保护而

言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毕竟不能对环境利益予

以整全性的保护,不符合现代环境保护的需要,也
不适宜作为证成‘环境权’的例证” [21]。 从此处可

以得知,美国的整个环境保护法体系实际上并不

对个人的生命法益和身体健康法益予以特别的关

注,在相关条文中,个人健康成为违法性判断的第

二层级标准以及在大部分条文中成为消极性的条

款。 因此,美国的公民可以直接自愿放弃的环境

权益包括知情权、参与权、同意权等公众参与型的

权益。 在具有诉讼权能的美国公民中,具体是指:
①授权给“任何人”(any person);②授权给利益实

质受损或者可能受到影响的 “任何公民” ( any
citizen)。 受益于美国庞大的司法体系,将私人放

弃利益这一行为单独提起一项诉讼程序并非不可

能,因此私人利益的放弃行为可以结合其他部门

法理论或者实践予以认定。
第一,对于直接危害人身健康的,按照刑事程

序予以解决,除非被害人表示此损害行为实际上

并不为侵害人所负责、此损害结果是为被害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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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以及此损害结果并不显著为被害人所不能

控制。
第二,如果对人身健康的损害是由于侵权人

创设了各类环境,如恶劣的工作环境必须为劳动

者所接受,受到污染的环境必须为被害人所居住

等此类场景,那么存在两种路径予以认定加害人

或者创设恶劣环境人的责任:①被害人并非基于

自己的意志自由而选择正当权益受到侵害;②被

害人所处的环境本身存在权益上的缺陷,导致自

然状态的灭失。
实际上,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适用类似

危险接近原理的情况。 但是在实践中,法院一般

不予支持这一抗辩事由,原因在于:①污染者改变

了原本不受污染的状态,从而产生了公共性的、持
续性的、长期的环境侵害,所以每个进入污染领域

的人都有权利获得赔偿;②污染者享受了造成环

境污染带来的“红利”,因此应当负担起基于这个

利益产生的各类损失。 个人对个人的损害赔偿行

为已经由其他诉讼制度所吸收,个人对公共的环

境侵害行为属于事前的( ex ante)环境侵害者需要

考虑的对象,因此“进入妨扰”不能成为一个适当

的抗辩理由。 但是,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否定危险

接近原理,事实上,接近私害或者纯粹自然原因引

发的环境损害,危险接近原理存在适用的空间,但
公害或者人为的复合损害,就会否认危险接近原

理的应用。 相关的示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美国危险接近原理案件实例

案件名称 案号 侵权行为 是否承认危险接近

Rassierv. Houim 388 N. W. 2d 635 风力噪声污染 √
Jerry Harmon Motors v. Farmers Union Grain
Terminal Ass’n 337 N. W. 2d 427 复合环境损害 ×

Hellman v. La Cumbre Golf & Country Club 6 Cal. App. 4th 1224 自用保龄球落入隔壁后造成水污染 √
Shore v. Maple Lane Farms 411 S. W. 3d 405 农场附近音乐会噪声污染 √

Forbesv. Durant 209 Miss. 246 取未达饮用标准水源制水、制咖啡
转告河流污染

√

Halev. Ward County 2012 ND 144 城市扩张占用土地 ×

Shanburn v. Carlesimo Prods. 2006 Mich. App. (LEXIS) 3850 环境修复过程中的复合污染 ×

McQuade v. Tucson Tiller Aparments 543 P. 2d 150 商场噪声损害、人流拥堵 √

Miller v. Coleman 213 Ga. 125 养狗场噪声污染 √

Chase v. Eldred Borough 902 A. 2d 992 挪走街道边病树 ×

Patrick v. Sharon Steel Corp. 549 F. Supp. 1259 资源开采区域石油污染 ×

Dolata v. Berthelet Fuel & Supply Co. 254 Wis. 194 住宅附近沙尘污染 √

　 　 综上所述,美国对于公民涉及到自身权益丧

失的案件若可以通过民事、行政或者刑事等其他

方式解决,即认为此类冲突并不属于环境纠纷,而
是在其他法律关系纠纷之中。 首先与环境权的理

解有关,美国的环境权只是我国环境权中的公共

部分,而与个人权益尤其是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联系不大;其次与诉讼程序设计有关,美国庞大

且专业的诉讼制度使得这种分野模式具有了实践

的土壤。 美国对危险接近的处理,对我国具有一

定的启发意义,符合我国差异法律保留的宪法文

化[22],有助于动态理解私法的功能,探讨私法之分

配意义[23],但是英美自由主义本身蕴含不符合我

国基本制度追求的硬伤[24],我国在各项诉讼制度

亟待完善的情况下[25],这种模式肯定不能直接套

用,还需要进一步创设和探寻。

三、环境司法治理中的现代化问题:以危险接

近为类型化根据

实务中已经发生的能够适用危险接近原理的

案件并不多。 但是,弱者保护、人权保障的思想,
却已经在我国生根发言、实现转折。 我国的社会

治理是以人民利益至上为宗旨、以人民安全保障

为己任、以人民安居乐业为目标。 可见,在出现安

全问题时,我国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便是人民至

上、人民优先的。 然而,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风

险、挑战、陷阱与诱惑,单个人民可能无法辨别、认
知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容易掉入上述风险之中。
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就是需要国家统筹布局、总体

规划的内容,是现代化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没有之前艰难的历史决定、复杂的心

路历程、道阻的治理过程,生态文明重大成就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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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取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不可能确

立,社会现代化程度也就不可能提高。 在历史性

转折的当下,辩证地看待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

系,也是法律,尤其是环境保护法律需要处理的

课题。
环境司法专门化中应当全面考虑相关问题,

准确作出价值判断,因此面临各种各样的认定难

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点。 第一,无法明知被害

人的真实意思。 此处又存在两重疑问,一是被害

人对于危险本身的认识,二是被害人对于自己危

险接近行为的的认知,为此,我们必须引入法律推

定的方式确定存在疑问或者难以证明的主观方

面。 第二,无法确定环境侵权行为的合法性。 部

分案例中,环境侵权人获得了行政机关的许可,但
是实质上在民事或者刑事单独的合法性认定中存

在疑问[26],从而仍旧要考量环境侵权人主张合法

的抗辩是否有效。 可见,至少外观上看起来是被

害人危险接近的,实际上应当纳入到环境侵权的

双向互动之中。 综上所述,简单的类型划分并不

可取,应当考虑到互动性和实质性两个方面,以环

境侵权的互动性为形式载体,在实质性上进行具

体案件具体考察。 为此,我们对于环境侵权案件

的考量应当建立在“国家—个体—社会”的三重责

任负担模型之中,其中危险接近原理适用的要件

应当限缩在不具有公共损害结果的环境侵权之

中。 因此只需要在“侵权人—被害人”双方的互动

模型中进行类型化考察。 具体方式为:以侵权行

为的合法性与否为前提,进一步结合被害人的主

观情况加以确定该原理的具体适用情景。
1. 违法在先类型中的互动评价

所谓违法在先,是指环境侵权行为人违法排

污、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引发和扩大环境损害,最终

产生被害人的损失又包含一定被害人本人的因

素。 一般来说,如果不法的环境侵害在先,侵权责

任应当归属于环境侵权人,但是如果被害人的因

素是能够基于各种理由排除或者减少侵权人责任

的,那么此时就涉及到了危险接近的适用问题。
外观上,虽然危险接近表现为被害人主动靠近或

者不离开违法的危险区域,但实践中不能对于该原

理进行简单理解,而应当根据被害人的主观情况予

以类型划分,互动地看待责任的衡平内在原理。

(1)违法在先,被害人合法接近危险

环境侵权行为人造成了环境损害,一般性地

引起对该损害结果的责任负担。 但是如果由于被

害人自己的因素产生了附加的损害结果,那么该

责任负担就应当考虑双方的互动。 一般情况下认

为,因为环境侵权人对环境的污染是既存事实,因
此无论是作为污染者还是作为受益者,环境侵权

人都必须负担这一环境行为造成的损害。 根据环

境合法性的相对性,不能因为侵权人行政上的合

法而主张免责,典型的例证就是不能因为取得了

排污许可证就免除企业的环境损害责任。 而更严

重的情况是环境侵权人的侵权行为如果在行政上

也是违法的,举轻以明重,这将会导致不法的侵权

行为人更重的责任负担。 因此在违法在先,被害

人合法接近危险的情况下,根据环境污染者的负

担理论,原则上应当排除危险接近原理的适用。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法律已经确定了侵权

人的违法性外观、同时被害人危险接近的范围也

有法律明确的情况下,则存在危险接近原理的适

用情形。 互动地看,我们一方面需要分析被害人

主动接近行为的合法性范围和大小,另一方面也

要对侵权人行为的合法性范畴进行考量,以列举

此种情况下的特殊情况及其处理规则。
如被害人基于职务行为合法地接近危险。 被

害人是行政执法人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鉴

定人员,出于职务需要进入环境污染区域,受到了

身体损伤。 如司法鉴定人员前往涉嫌环境污染的

区域,仍然受到了部分身体损伤。
在这一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细分侵权人的

环境侵权行为。
第一,如果是在环境损害产生之后不久,侵权

人本有能力控制污染继续扩大或者对公务人员产

生损害的,但侵权人没有采取控制措施、甚至主动

扩大污染的,应当认定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排除

适用危险接近原理。
第二,如果是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已经控

制了环境污染的现场,进入其中侦查、检测、鉴定

的工作人员受到损伤的,应当按照意外事件处理,
也不适用危险接近原理。 对工作人员的损害应当

由特殊侵权领域的的职务行为等进行赔偿。
第三,如果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已经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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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现场,但是由于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

没有按照操作规范执行、或者是明知存在危险的

情况下强行进入和接近危险区域,造成损害的。
根据受害人的专业性以及侵权人违法行为的确定

性,应当推定受害人的故意接近行为成立,符合危

险接近原理的适用条件。
(2)违法在先,被害人违法接近危险

环境侵权人违法排污或者造成环境损害,但
是被害人并没有合法性基础地主动接近危险,遭
受侵害之后诉至法院请求赔偿。 直观来看,这种

行为是较为典型的“迎向污染”行为,但是出于环

境损害的科学不确定性和难以控制性等因素,被
害人客观上的不法行为并不必然推导出其主观故

意性的成立。 因此,被害人的行为即使是违法,责
任分配仍然需要根据主观故意性进行细致考量。

被害人为了获取赔偿,在明知存在污染的情

况下,希望损害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年事

已高的老人为了家庭其他成员经济压力的减小,
为了获取保险或者获得赔偿,主动前往被污染的

工厂。 从个案看,对于老人来说,自我的健康法益

可以为家族的经济利益而让步,但是若要上升到

规则领域,这种追求显然不能得到支持,法律如果

不对此种行为进行否定评价,显然会纵容这种环

境“碰瓷”现象的发生。 类似这样的情况是较为典

型的危险接近原理的适用情形,应当适用危险接

近原理,排除污染者的侵权责任。
被害人为了经济发展或者维护自己的经济利

益或者其他利益,在明知存在污染的情况下仍然

停留在受污染区域,使自身遭受了损害。 如工厂

在 A 地违法排放大量污染,后被处罚和责令停业

整顿,导致受污染区域变成一片空地,被害人 B 为

了减少成本,在污染处进行违法生产。 在这种情

况下,传统的理论是从侵权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如

果该损害的造成处于环境侵权人的可预见范围之

外,应当予以免责。 但是这种理论还需要证明侵

权人的可预见范围的外延,反而增加了举证责任

负担。 但是如果按照危险接近的情况反向考虑,
即从被害人的角度看,如果被害人符合明知且故

意,那么就可以直接以危险接近原理适用免除侵

权人的责任。 为举证规则提供了便利性。
(3)被害人出于无知,误入了违法排放污染的

范围。
如一条已经被污染的河流,没有明确的标识,

附近的居民在其中游玩而受到侵害,最终造成了

身体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误受损害是

基于缺少明确的标识,主观方面的故意性程度不

足,因此不能适应危险接近原理排除侵权人的侵

权责任。
实践中的情况也许并不像上述一样极端,也

有侵权人履行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但是又只是指

明了危险存在,并没有明确指明危险的程度如何。
例如同样的河流,侵权人在周边搭建了“禁止游

泳”的标识,附近村民以为只是水深或者水流湍急

等直接影响游泳行为安全性的因素禁止游泳,对
此不以为然而入河游泳,受到了身体损害。 一般

情况下,侵权人的标识行为表示其已经履行了维

护安全的义务,问题在于这一标识行为是否能够

与环境侵权行为危险性的阻却排除。 笔者认为,
标识行为对应的是一般危险,不是环境污染对于

人身造成的危险,从排除方式来看,如果有人落入

了禁止游泳的一般危险,只需要进行常规营救即

可,但是环境污染的危险具有不可控制和本身可

能造成的结果范围过大等问题。 同时,环境污染

的标识和一般危险的标识对公民的警示作用也不

同。 因此,在此情况下排除危险接近原理的适用。
2. 合法先在类型的互动评价

环境风险不可避免。 我国大量的环境侵权案

例,判决书中都提到了环境风险的无法规避。 因

此,即使是由于被害人没有履行自己的谨慎义务

而受到侵害,法院也并不当然支持侵权人的免责。
此处就是合法在先,即侵权人外观上行政合法并

且履行了明确的注意义务,其后又为受害者所主

动接近。 同时,根据民法的基本原理,损害赔偿、
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具有切断性[27],
因此如果环境侵权人已经承担了民事责任,那么

其不必再为后续的损害承担责任。 危险接近原理

引入环境侵权案件中是否会打破这一基本原则,
形成侵权人的责任链条过长的情形? 综上所述,
环境侵权行为人合法在先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在其中选取典型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合法先在,被害人合法接近危险

日常生活中,环境风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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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为人已经具有了合法性基础,在合法的范畴

内排放污染物或者进行其他环境损害行为,而被

害人也是基于各种合法的理由、进行合法的常规

操作。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和环境

损害的根本冲突。 在双方行为均存在合法外观的

情况下,原则上认定具有授权性质的行政行为的

合法不能对抗公民的自然权利,因此此行政授权

行为与公民基本权利相比“相对违法”,在环境侵

权责任的分配中,尤其是危险接近原理适用的情

形,可以比照前文所述的侵权人违法在先、被害人

合法接近的情形进行认定。
侵权法的最终目的还是解决纠纷,从纠纷解

决的角度看,这种行政合法 + 被害人合法的模式,
还应当引入作为第三方的公权力机关,进行具体

情况考量。 在三方的互动中对合法性基础进行衡

平。 如在取得许可证的排污工厂之中工作的员工

遭受了身体损害应当按照工伤处理,在相邻权许

可的范畴内进行污染排放和财产性利益的给付

等。 但是,如果出现了跨越法律部门的情况,造成

合法性基础的冲突,就会产生更为复杂的问题,如
因规划不合理使环境侵权行为具有合法性基础。
如产生噪声污染或者大气污染的企业因不合理的

城建部门规划取得了排污许可证,在排放符合标

准的污染物之时,造成了噪声污染区域的居民区

或者处于下风向的居民区内的居民遭受了损害。
从“侵权人—被害人”的法律关系来看,双方均没

有明显过错。 从行政机关的角度来看,其规划只

是不合理,并非不合法。 而且,就算规划实质上真

的不合法,根据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和确定性,在判

决该行为违法的行政裁判生效之前,作为私法的

侵权法也不能直接否定该规划的合法性。 但是从

二者的合法性进行基础判断。 首先,环境污染行

为的行政合法性是通过授权行为继受取得,属于

附属权利,这种权利显然不能对抗公民的基本权

利,因此行政合法性是一种相对合法,不能抵抗公

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责任分担理论上,侵权人

往往掌握风险性设备、拥有更高的环境风险管控

能力,这决定了法律应当赋予侵权人严格的风险

管理责任;再次,从利益衡量理论来看,谁污染谁

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的内在逻辑即为,因为

企业通过利用环境获益,因此应当承担污染的治

理和损害的赔偿的责任。 综上所述,虽然侵权人

的行政行为合法,有可能对抗受害人的其他的违

法行为,但是绝不可以对抗受害人基于基本权利

的合法行为。
(2)合法先在,被害人违法接近危险

如果某一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合法的,但是被

害人出于各种理由违法地接近危险以获取某种利

益,此类案件原则上应当按照危险接近原理主张

侵权人的免责。 但是从被害人的主观方面仍然可

以探讨其中的例外情况。
合法的环境侵害行为转变为违法行为。 这种

情况一般是指原本的环境侵权行为是合法的,但
是出于内部或者外部的原因造成了合法性基础的

缺失。 由于违法性介入因素的不同又可以具体细

分为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出于环境侵害人自己的原因。 合法性

审查具有周期性,而生产、生活则具有持续性,因
此行政审查往往也存在一定的周期和评估机制,
在我国,存在众多工厂应付检查的情况,在检查期

间,采取成本较高的清洁生产设备,在日常生产中

则使用成本较低的非清洁生产设备。 在此种情况

下,我们应当在不同阶段分别进行法律评价。 如

果是在“合法”期间生产造成了主动接近的被害人

的损害,可以适用危险接近原理排除责任;如果是

在“非法”期间生产造成了损害,则应当继续考量

被害人主观的因素决定是否适用危险接近原理,
具体规则可以类比前文违法在先的模式。 当然,
整体来看我们不能够否定该工厂生产的非法性,
但这种综合考量的方式不能运用于个案的探讨之

中,笔者依然坚持的是二分法的立场。
第二,出于被害人自己的原因。 如原本工厂

在正常生产,并且设有专门的排污管道,附近村民

为了低成本获取水源,私接管道至工厂的排污管

道之中,造成自己灌溉农田的损失。 这是典型的

危险接近场景,应当排除工厂的侵权责任。
第三,出于外界的原因。 如原本合法生产的

工厂,由于当地的环境状况发生变动,城市规划将

该企业从合法名录列入非法名录之中;原本合法

生产的工厂,由于当地遭遇自然灾害,生态系统功

能遭受重大损害,环境废物容量降低,从而产生超

标的环境损害。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行政机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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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赋予排污工厂以一定的周期进行整治,在整治

期间,被害人违法接近遭受损害,应当按照危险接

近的原理免责;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应当根据事

件发生的概率认定为意外事件或者规划不合理等

情况。
被害人的违法行为并非出于故意。 一般情况

下,违法性与主观方面并无联系,无论自己是否认

识到,行为的违法性是独立判断的,其中也应当区

分不同的情况。
第一,被害人的接近行为是过失的。 如果被

害人是出于无知或者基于自信而接近危险,那么

就意味着两种前置的可能性:一是合法的排污者

有义务让被害人明知,但是被害人并不明知;二是

被害人有义务知晓,因为其他条件接近的一般人

都已经知晓了。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就不符合危

险接近的法理,环境侵权人并不免责;如果是后一

种情况,应当按照危险接近原理处理,因为我们不

能要求环境侵权人让所有人都知晓自己正在排污

且应当规避。
第二,被害人的接近行为基于对结果的无知。

被害人可能会故意且主动地接近危险,但是对于

损害结果是“没想到”的。 换言之,被害人对于损

害结果实际上持不接受的态度,是出于对于损害

结果的无知。 如 A 工厂向河流中排放镉,村民只

知道这个工厂排放了污染物,当年收成不好的情

况下,为了提升收入将废水引入农田,在生产作物

几乎受尽损失之时,部分村民的肾脏和食道系统

也受到了村民出于预料的损伤。 对于前一种农作

物受到的损伤,工厂应当按照危险接近原理予以

免责,这是较为典型的危险接近情形。 但是对于

后一种身体受损的情形不能适用危险接近原理,
原因在于环境侵权的行为本身就具有极高的专业

性,无法要求各类环境损害都为被害人所明知,故
而不应当否定环境侵权者的责任,而被害人在其

中确实存在过错的,应当运用过失抵偿原则对各

方责任大小予以认定。
(3) 被害人的违法接近事出有因或者无法

选择

在实践中有大量的利益无法平衡的情况,引
发了执行难、调解难、认定难等各类难题,危险接

近原理的难以适用属于认定难得范畴:一方面我

们可以确信环境侵权人的行为存在合法性基础,
并且在合法的范围内致害,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

责备被害人的行为或者为被害人提供其他选择。
第一,基于情感、文化、社会风俗等因素的违

法接近。 如当地村民世代在 A 地耕种、生活,出于

当地发展的需要,政府招商引资到了一批工厂在 A
地排放污染物,合理安置了 A 地村民,A 地村民搬

迁后的生活并不如意,部分居民认为自己背叛了

祖先遭到了报应,回到 A 地这个“风水宝地”继续

生产、生活遭受损失。 在这一案件中,外观上看来

是典型的危险接近情形,但是法律并不是毫无人

情因素的冰冷机器,实质考量,仍然是没有将情

感、文化、社会风俗等因素作为公民的内在利益,
对此公权力机关和引入的工厂应当负担公平责

任,培训公民适应新的生活或者提供相似的生产

条件,尽可能减少公民的生活负累。
第二,基于利益纠纷的违法接近。 如机场建

设一方已经给予了原住民充足的损害赔偿,但是

被害人搬迁后发现条件并不满意,于是回到建设

用地要求进一步赔偿。 这是较为典型的危险接近

的情形,应当根据危险接近原理认定机场建设一

方免除责任。
第三,基于特种需求的违法接近。 根据我国

的赔偿和补偿理论,致损一方并没有使获得赔偿

一方拥有更好生活条件的义务。 按照这一思路,
原本造成当地污染的一方在拆迁补偿之时只需要

将恢复公民原来的生存条件,即满足“一般需求”,
并无完全恢复原本的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 而所

谓基于特种需求的违法接近则是超出“一般需求”
范围的接近。 如某地的公路建设,当地政府征收

土地后由公路建设公司和政府补偿了当地村民,
但是村民由于风俗活动间歇或者偶然回到原地,
受到了噪音污染和大气污染的损伤。 根据我国行

政活动的现实情况,公民的风俗活动需要被考量

在内,而已经获得了合法性的建设活动则无需对

该接近行为负责,由此应当适用危险接近原理免

除责任。
四、面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环境司法专门化

完善建议

经由对危险接近现象之解析,环境司法专门

化的独立性体现了出来:首先,相较于其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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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专门化系针对特定法律问题的专业法律

分析;其次,环境司法专门化系以具有法律要义之

因素为分析对象,故即便共享同样的术语,代指对

象亦有区别。 有鉴于此,基于危险接近现象导出

的“侵权人—被害人”互动模型,对完善环境司法

专门化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围绕“危险”概念展开环境司法专门化

的类型化构建。 规范层面的环境损害已然借助现

代责任理论超越了传统的损害概念,并逐步形成

行业共识[28]。 且鉴于风险概念已然被预警、监测

等法律制度所占用,以及风险本身与司法基础价

值之间存在龃龉,环境司法专门化亦应当围绕“危
险”而非“损害”开展类型化构建,具体来说应注重

以下 3 点。 ①确证环境司法的“补充”地位。 “危
险”概念意味着司法价值之融入,目前基于现代性

的风险概念泛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学研究偏

向外部,既导致不同法律部门围绕如何因应“风险

社会”来临实现合作[29],也借助其前置化特征,产
生其他手段更有效果、精确制导[30],从而延缓环境

司法专门研究之后果。 基于“危险”一定程度上可

以避免这种现象,并结合“风险”到“危险”的转化

过程,也能够协调司法与执法之间的关系,重要的

是强调司法手段的救济性、消极性、中立性和补充

性[31],以准确定位环境司法的功能。 ②横向上,结
合规范因素展开“危险”之类型化,质言之,当以目

前环境法律体系中对“危险”之类型为根据,抽象

出其中的共性规则,构建类型化的基础。 这样并

不会引起环境法律体系之封闭,因当前仍以环境

立法为主体,且均围绕《环境保护法》所确立之基

本制度而展开[32],因而保证了内外两个层面的体

系性。 ③纵向上,结合构成要件推动“危险”之类

型化,即通过主体、因果关系等规范要素,联动、限
制、精确化“危险”之认定,例如根据“侵权人—被

害人”模型明确关键类型化要素为被害人所能控

制、侵权人所能预见等,结合全部有效、部分有效、
全部无效等法律后果,实现“危险”的类型化构建。
基于上述定位、横向、纵向之“危险”划分,环境司

法专门化内部形成了实体性的精确分工,并且融

入司法价值和司法性质,实现环境司法与其他司

法、环境法律与其他环境治理手段两个层面的体

系化。

第二,推动环境司法专门化审判模式形成共

识性的说理体系。 目前,在环境司法领域的说理

研究,多集中于绿色原则、绿色发展理念等相对抽

象层面[33],从内部来看,过多依赖抽象原则、原理、
理念将会减少说理和论证强度,造成裁判粗糙的

问题;从外部来看,以绿色、生态、环保等“口号”性
质的内容作为说理依据,也会阻滞群众的环境司

法认知准确,减少环境司法认同。 “侵权人—被害

人”模型之应用作为切入点,表明环境司法专门化

缺少一套共识性的说理体系,即仅有生态环境保

护之共识,并且围绕共识展开诸多理念层面的构

建,而缺少法官说理之必要的工具,例如针对危险

接近现象,何为 “危险”,何为 “接近”,何为 “主

动”,何为“接受”,如若没有形成具有明确边界的

共同认识,则只能保持目前援引背后抽象原则、原
理之现状[34]。 由此可见,推动环境司法专门化,构
建环境裁判说理体系,具有必然性。

第三,细化专门环境法庭法官的价值判断对

象,纵深环境法理。 专门环境法庭的设立从制度

上保证了一批专业法官、一套专门程序、一类专门

案件等集中审判,受限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时间

较短、经验较少,即便具有专业术语、专业理论、专
业体系开展之基础,司法改革仍聚焦于制度完善

而缺少法官权力适用、限制方案,然可以预见的

是,法官适用环境法律将是未来趋势之一[35]。
“侵权人—被害人”模型提供了以限制的法律关系

双方为基础的法官价值判断对象细化基础,具有

两个方向的精准取向:一是围绕环境司法专门化

的需求,以环境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为基础,逐步考

虑有限度地承认生态环境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
具有公共利益情况下的被害主体性,继而成为法

官的价值判断对象;二是以法律关系为框架,明确

各构成要素,实现法官价值判断平台的搭建,从而

形成环境法理的深化基础,形成多个层次的环境

法律知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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